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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保险市场日渐成熟，保险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之际，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保险人侵权情形仍具普遍性，

司法实践中仅以传统民事责任上单纯的补偿性赔偿已不足以惩戒实施违法行为的保险人。经济学对法律

进行规范分析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把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工具运用于法律领域，通过成本效益理论、

威慑理论，探索法经济学视角下保险人惩罚性赔偿机制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保险人惩罚性赔偿

制度，完善举证责任分配及惩罚性赔偿金额计算配套机制，使惩罚性赔偿更好地应用于保险领域，实现

其惩戒预防的制度价值，维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保险人，惩罚性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举证责任 

 
 

Punitive Compensation System of Insur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w and Economics 

Nan Zheng 
School of Law,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Mar. 1st, 2024; accepted: Mar. 7th, 2024; published: Apr. 15th, 2024 
 

 
 

Abstract 
With the insurance market becoming increasingly mature and insurance products being intro-
duced into millions of households, the issue of insurers’ torts caused by information asymmetry 
remains pervasive. In judicial practice, mere compensatory compensation under traditional civil 
liability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penalize insurers engaging in illegal activities. The normative 
analysis of law through economics provides a powerful tool for examining the rationality of puni-
tive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for insurers from both leg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employ-
ing cost-benefit theory and deterrence theory.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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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ish an insurer’s punitive compensation system that enhances the distribution of burden of 
proof and improves the calculation mechanism for determining punitive compensation amounts. 
This will enable mor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in the insurance sector, rea-
lizing its institutional value in preventing misconduct and safeguarding insurer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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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惩罚性赔偿制度(punitive damages)是指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1]。该制

度在我国已经得到承认，并已在部分领域确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食品安全法》第

148 条，以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在知识产权、产品缺陷以及环境污染相关领域做出的惩罚性赔偿适

用性规定。《民法典》第 179 条也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

惩罚性赔偿制度被明确纳入我国民事责任体系之中。 
惩罚性赔偿是由赔偿和惩罚组成的，在制度设计之上，除补偿受害人所遭受损失这一功能外，还具

备惩治不法行为的威慑力。传统民法上认为，弥补合法权益受损之人的损害即是损害赔偿的功用所在，

惩罚并不是赔偿制度的伊始目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否完全背离这种传统？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惩

罚性赔偿制度与传统民法损害赔偿制度一脉相承，在运用过程中，循着传统路径补偿受害人所遭受损失

的同时，增加不同于行政法的民事制裁功能，遏制不法行为[2]。“法律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由人类智

慧遵循人类经验所做出的最后成果”，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所带有的赔偿、制裁、遏制等具法律威慑力

的功能及可保护利益，值得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法律在此基础上延伸研究。 
我国自 1994 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规定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现惩

罚性赔偿制度已覆盖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但相较美国、英国等国家而言，适用范围

仍较狭窄。当下保险消费领域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如保险交易市场秩序杂乱，保险人频频利用优势地位

侵犯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信任危机凸显等，已成为保险人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部分动因。经济法

作为公、私兼顾的社会法，适时在保险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具备相当合理性。 

2. 问题缘起：以几起商业合同纠纷案为开端 

根据 2014 年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8 条的规定，金融服务的经营者被纳入进其调整范围，

而保险人作为从事金融服务行业的经营者，保险消费自然收归为了此次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和调整的范围。同时依据本法第 55 条的要求，对于上述所说的经营者所实施的欺诈行为，处罚加重，变

为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大为增长。由上述法律条文基础之铺垫，为更精准查询司法实践适用

之现状，故笔者以“保险人欺诈”及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之内容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

北大法宝等网站搜索统计相关案例，发现当下实务界中，保险消费者以保险人欺诈为因诉求法院判决保

险人赔偿之案件，胜诉寥寥无几，法官对此判断的态度也是言人人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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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全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中 1，2014 年，上诉人将其

所有的轿车向平安保险牟平支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及车辆损失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等

险种，保险期间自 14 年 1 月 16 日至 15 年 1 月 15 日，并与 14 年年底继续投保以上险种，上诉人称第一

份保险合同签订过程之中，平安保险牟平支公司业务员为拉保险而说服自己投保，后其根据业务员要求

将该车的投保材料交与业务员，保险公司审核时发现车辆行驶证过期，上诉人知晓并询问保险公司是否

影响投保及理赔，保险公司答复说不影响，于是双方订立保险合同，后事故发生之后，保险公司以行驶

证过期为理由拒赔，因此上诉人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上诉人于海全诉请保险公司向其退还保费并赔偿

损失两万余元，其原审诉求及事实与理由均主张消费欺诈赔偿，其诉讼请求依据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52 条及第 55 条，而主张本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的依据是该法的第 28 条。其中，二

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在于保险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又应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于海全主张保险人欺诈的理由为其业务员称未年检的车辆不影响投保理赔，

但对该主张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述也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判决依据充分，案件

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最终，上诉人于海全因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持而致使其不能成立，被判决驳回上诉。 
诸如此类因证据缺乏而未能举证证实保险人欺诈导致最终败诉的案件，比比皆是。如卢宗财与中英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中 2，由于书面证言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证

言的证据形式的规定等原因，法院最终对于卢宗财关于保险代理人在推销保险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的主

张不予支持。另有张勇诉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等保险纠纷案 3，原告张勇没有证据证明

保险人有承诺过将演示表的收益标准作为合同条款的一部分，同时他本人也混淆了晦涩的保险条款的含

义，而专业性的收益讲解又使得受过专业培训的保险推销者有了可操作的空间，其也未能举证保险人在

计划利益演示表的演示、宣传中虚构情形或隐瞒真实情况等事实及程度已构成欺诈，故其诉请未能得到

支持。虽最终其诉讼请求被驳回，但法院也正面发出实际中保险业展业人员存在相当程度不诚信操作空

间的评判。 
不否认保险人在当下五花八门的保险产品中堆砌出的复杂化“不诚信荫蔽”及扩大不断蔓延的可操

作空间，但当不规范的行为难以被法律认定、责罚时，这种不惩治是否可理解为变相之助长？当最终这

些不规范行为通过目前法律合规的规则胜出时，是否也该反思现有规则存在的漏洞。 

3. 保险人惩罚性赔偿制度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 

3.1. 立法现状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着金融保险行业一日千里的发展，与此相伴保

险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也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颁布法律、会议

纪要等，为保险领域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捍卫保驾护航。2014 年我国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第 28
条将金融服务经营者纳入了该部法律的规制范围，理论界因而将此视为把保险消费等金融消费法律关系

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依据。该法第 55 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

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从法律制度

设计层面来看，此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其实已经为让实施不法行为的保险人承担惩罚性赔

偿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2019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

 

 

1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 06 民终 3577 号，于海全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保险纠纷。 
2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 12 民终 205 号，卢宗财与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 
3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2017)苏 0723 民初 435 号，张勇诉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保险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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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其中对于卖方机构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问题也予以相关规定，为日后的审判实践指明方向。

《纪要》中指出，其主要的适用范围包括金融消费者购买高风险等级的金融产品或参与高风险投资活动

所接受的服务，即该范围可以宽泛的理解为具有投资理财性质的一类保险消费。这次关于适用范围的规

定，无疑是审判实践中对疑难的界定模糊的问题进行总结之后的回应，即现如今已有一类保险消费的经

营者将肩负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重担。随之，得以呈现开来的是，其实现阶段已存在的法律法规已经可以

解决相当一部分的保险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中，法院面临保险纠纷中依上述法律

本应顺理成章由保险人承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时，展现的却是极为谨慎的姿态，迟迟难以敲下定音的法

槌。这种过于小心的做法，在现在看来已弊大于利，是当下对于实施不法行为的保险人加以惩罚性赔偿

责任这种机制应用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3.2. 司法实践处理困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已有十年，该法已明确将金融服务经营者纳入了规制范围，保险人这一

概念从属于金融服务经营者，也即对于保险人行为的规制便归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管控。继续从该

法的内里深入下去，第 55 条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在没有其他特殊性状况排除之情形下，就理论而言，

惩罚性赔偿运用在保险领域显然是有足够的法律根基的，本应是并不存在巨大的障碍和问题的。为何根

基已有，实践并不易行呢？问题或许出在对于负面激励的“恐惧”。法院在案件审判上所载负的数量压

力连年上升，法治意识的提高也使得人们更愿意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纠纷，而保险纠纷的数量本身也处

于激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对加以惩罚性赔偿责任存有顾虑，担心保险消费者滥诉等负面激励也

并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但是，面对“恐惧”时选择“退缩”，将会使保险市场中代表保险人效益与保

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天平继续倾斜下去，不利于保险领域的发展。 
一项法律制度的优劣所在必定要通过司法实践的应用来检验，但是通过目前的审判实践发现，法官

对于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请求保险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裁判结果却与大多数保险消费

者的意愿相违背。这暴露出来了保险消费者举证困难、纠纷双方对于赔偿金额计算的基数有争议等一系

列的问题。同时，理论界与实践界各自内部关于对保险人是否适用消保法第 55 条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尚存

在着激烈的讨论，更不必说理论界与实践界对此的认识并未达到统一之径。 

4. 基于法经济学理论的保险人惩罚性赔偿合理性分析 

4.1. 成本效益理论分析 

对于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主要方法之一便是成本效益分析。其基本原理是对一件事所需的社会成

本和可得到的收益之间用单一的计量单位(货币)进行计量，最终从量上进行对比分析，权衡利弊得失[3]。
通俗而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达成一件事所要付出的代价，即为成本，而事成之后所得的好处，就是收

益，人们在代价与好处之间来回“掂量”，便是权衡，以这种方法最终作出决策，就称之为成分效益分

析。法律作为调整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这种方法，自然可以被应用至其中。当这种分析方法被运

用到保险金融领域，在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法经济学角度的分析研究时，可以发现，假定保险人与保

险消费者都是保险合同项下的理性经济人，基于法律成本理论和法律效益理论，双方在行为前都会进行

成本效益分析，只有其行为所带来的收益超过行为所需的成本时，理性经济人才会如此作为。即当保险

人恶意欺诈等行为的成本远远低于他所收益，为恶便成了权衡分析的有利结果，长此以往，后患无穷。

而当成本大大超出其后续收益之时，保险人才会收敛他们在可操作空间中小动作的幅度，也就促使该领

域内部诚信宣传、规范展业，最终减少纠纷的发生。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合同项下法律主体的理性选择同样涉及到对法律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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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惩罚性赔偿是通过增加违法成本的方式，使市场中的各个主体对违法的惩戒主动敬而远之，最终以

非直接的当事主体主动选择的方式达到维护良好社会经济秩序的结果。这种与传统私法领域补偿性损害

赔偿原则相对照的惩罚性赔偿，便是法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之下的最优的损害赔偿。倘若假设保险人在

恶意行为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利益之后，其行为难以被现有的法律规则所认定为违法，亦或其行为虽被认

定为对他人法益有所损害的违法行为但仅以“填平原则”进行“惩罚”，极易诱发道德风险。毕竟，可

知的补偿性损害赔偿的威慑力远不及加害者巧妙规避法律后可得利益的诱惑力，就会偏离轨道，导致“填

平原则”的“失灵”状态，进而无法有效遏制侵权行为。惩罚性赔偿正是通过将不法行为人侵害他人法

益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由不法行为人自身就其所酿成的社会成本负责，最终化解问题，以较小的

成本，收获了最大化的“社会财富”，正义本身的效益得以发挥。 

4.2. 威慑理论分析 

惩罚性赔偿自诞生之日起，其天然具有的“威慑”功能，便是其运行伊始意义的基础泉源。随着社

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类大企业蓬勃兴起逐渐发展的同时，一些不良风气也

弥漫在消费生活的种种角落，巨型企业资产丰厚，面对商人趋于逐利的天性，传统的补偿性赔偿对这种

近乎秉性的不良经营风尚早已遏制不易，惩罚性赔偿已然崭露头角。 
借以贝克尔的威慑理论阐述，惩罚的威慑效果取决于被查处的概率和惩罚的严厉程度。对于实施不

法行为的保险人，要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付出更多的金钱作为“罚金”，在被查处的概率恒定不变

的情形之下，惩罚的严厉程度愈重，即变补偿性赔偿责任为惩罚性赔偿责任，则威慑的效果越大。因此，

惩罚性赔偿责任可以调控威慑力的大小，其天然的具有威慑功能。同时，查处的概率可以理解为保险纠

纷案件中为查处侵犯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险人所需的司法成本，查处的概率越高，则所要付出的司

法成本自然就越高。而如前所述，威慑效果取决于被查处的概率和惩罚的严厉程度，当二者乘积愈大时，

威慑效果就愈佳。为了使威慑效果最大化，在控制一定的司法成本的情形之下，不断提高惩罚的严厉程

度，是使威慑效果最优的更简单且更具效率的做法。这样看来，惩罚性赔偿不仅天然的具有威慑功能，

而且降低了实践中执法的成本。 
补偿性的损害赔偿更像是一场商人提前计算好的具有可预见性的“交易”，那么惩罚性赔偿便是一

场无法预见的“意外”。惩罚性赔偿通过金钱处罚、制裁不法行为，就像一把经济枷锁，牢牢禁锢住了

有了坏念头的经营人们的小动作。王利明教授早先就在文章中说过：“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不仅在于弥补

受害人的损失，而且在于惩罚和制裁严重过错行为”。如其所述，运行中的惩罚性赔偿正是通过在金钱

上更多的惩罚那些违法的经营者，让其不仅承担消费者本身的实际损失，更额外付出了实际损失以外的

惩罚性赔偿，令其在经济上承担了不利的后果，增加其违法成本，如此而已，最终凸显了惩治不法行为

的威慑功用，实现了其本身的立法目的，即通过惩治，制裁、遏止不法行为人也即行为有瑕疵的经营者

的恶意欺诈等行为[4]。 
惩罚性赔偿的威慑功用不是一次性的，其所涉及纠改的不仅是此个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同样也使得

他人从该典型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来以此遏制未来可能发生的相似的不法行为，这种警示作用便杀一儆

百、以儆效尤，最终反映出其威慑之力。同时，惩罚性赔偿的惩治也不是单一性的，威慑发挥作用的同

时，这种作用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之于可能从事不法行为的经营者，更可及于消费者，即激发权益受损

的消费者维权的主动性。对于不法经营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合法权益受损的消费者便可以得到超出其实

际受损部分的赔偿，当然，惩罚性赔偿必然配套设置成熟的司法救济手段，这样一来，那些原本处于弱

势地位的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得以降低，可请求的赔偿大大提升，因此实践中人们将更愿意拿起法律的武

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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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惩罚性赔偿的良性运作机制便得以科学运转，维稳并促发展，既惩治违法者，又鼓励和保护

消费者，同时也能够告诫警示未来别有用心的不法利益觊觎者。 

5. 问题之解决：保险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 

5.1. 程序：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设想 

在保险领域引入新的法律机制最终目的还是为实践服务，法律条文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深意也需通过

司法应用来实现，因此制度构建是不可或缺的探讨。 
如前所举案例，在保险人以欺诈的方式骗取保险消费者信任二者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之下，合法权

益受到损失的原告经由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最大难题就是无法举证，也即难以拿出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

认定保险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这是一个值得关注且被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这并不是个案中出现

的情形，而是大多数保险人欺诈案件中的常态。 
举证责任之所在，即败诉之所在。证明责任是一种承担不利后果的负担，那么就要求证明责任的分

配需谨慎、合理。基于现阶段的法律法规，司法实践当中，面对保险人欺诈保险消费者进而原告要求惩

罚性赔偿之案件，大都按消费者纠纷来定性。因此，在举证责任的分配方面，依《民事诉讼法》第 68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90 条规定，在保险人欺诈之诉请求

惩罚性赔偿案件情形下，需由保险消费者提供证据证明保险人有欺诈行为，同时，若保险消费者不能提

供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证明保险人存在欺诈行为，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同时，前述司法解释第 109 条

规定，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应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由此可得，在保险人欺诈之诉中，提出

惩罚性赔偿诉请的原告是要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的。正是因为较重的举证责任的存在，使得实践中大多

数请求保险人承担惩罚性赔偿的原告事与愿违，最终败诉。 
事实上，保险消费者在保险消费、保险合同订立的过程当中，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进行保险交

易的市场，向来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市场的典型[5]。随着大数法则的不断应用以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不对称的天平日渐倾斜向保险人一端，因有外部数字技术加持，保险人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广泛，对信

息进行计算与处理的本领也愈发成熟，其对风险发生概率的计算能力以及规避相关风险的能力也大有提

升。而反观保险消费者的处境，本身消费者与经营者在经济实力的差距上就是悬殊的，保险公司背靠大

平台，资金雄厚，实力强于单薄的保险消费者，且格式化的保险合同的运用给消费者理解保险合同的内

容增加了不小的负担，更不必说在保险条款晦涩难懂且专业性较强的当下。以上种种必然导致现阶段在

保险市场交易当中的保险消费者，承担了更多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承担了更多的风险且处于弱势

的地位的保险消费者最终却要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若举证不能，则要承担败诉的风险，这对于保险消

费者而言，是否又太过于苛刻了呢？ 
在保险人欺诈之诉中，要求保险消费者承担到排除合理怀疑的举证责任，无疑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

当产生保险纠纷，面对诉讼之时，弱势的保险消费者一方深陷无法拿出符合法律要求之证据之苦，而拥

有专业纠纷处理机构的保险人却气定神闲，只需耐心等待，未免过于不公。同时，这也相当于提高了保

险消费者的诉讼成本，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消费者不愿起诉实施不法行为的保险人，从而使得保险人逃脱

法律的制裁，不利于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6]。以此，在保险人欺诈消费者情形之下，证明欺诈行为的证

明责任应由保险人自身承担。原因有三：第一，保险人即保险公司，资金雄厚、实力强大，拥有专业的

保险代理人、业务员，同时也具备专业的培训手段，对于日后可能产生纠纷的推销保险产品、订立保险

合同的关键时刻，可以进行记录；第二，上述所记录信息同时可作为投保人信息资料的一部分，若日后

纠纷产生，举证也将更加方便快捷，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第三，将对欺诈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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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利于倒逼其自身不良风气、可操作空间的自我整治，有利于促进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增加社会

之于保险行业的信任度。而具体的举证责任分配与惩罚性赔偿制度配合加之于实施不法行为的保险人，

有利于肃整保险行业疲病现状，也能够更好的凸显惩罚性赔偿的功用。 

5.2. 实体：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 

压制和惩罚实施不当行为的违法者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内在原意，这一基本目标正是经由判决被告

者除赔偿原告损失之外还额外作出一定的金钱赔偿最终达成的。因此，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是确定

该制度可否发挥功用的关键。惩罚性赔偿金的设立，能够弥补在传统的补偿性赔偿责任之下不足以完全

“修复”的受损权益，同时充分发挥威慑力，惩治、谴责实施不法行为的保险人，且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原告诉讼成本，提高救济水平，鼓励权益受损的保险消费者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太强必折，太张比缺”，对保险人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应讲求适度。过度的惩罚性赔偿可能

会对被告造成不当的惩罚，并可能给原告带来不应得的利益，引起司法实践的审判中法官们所担心的保

险业负面激励；而太低的惩罚性赔偿则又会丧失惩罚性赔偿应有的威慑，申诉人的损失也无法填满。因

此，惩罚性赔偿数额要谨慎合理划定，其确定与分配是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的重中之重。 
结合我国当下立法与保险业的实际情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第 1 款，明确体现惩罚性赔

偿金额的计算要与消费者受损失金额挂钩。以保险消费者所受实际损害为基础进行计算，同时也设置三

倍的上限，是一种谨慎且较为合理的计算方法，能够找寻到公平补偿和诉讼激励间的良好平衡，发挥惩

罚性赔偿的功效。其中，关于“保险消费者所受损失”，应指已缴纳的保费，而不是可得的保险金[7]。
因从实际而言，可得的保险金是在保险事件发生之后保险消费者期待可以得到的赔付，而不是保险消费

者现实已做的付出，以已缴纳的保费为计算基础，更为谨慎公平，更不容易造成滥诉等实践中法官所担

心的问题，进而实践中便不会对惩罚性赔偿持以不敢适用的态度。 

6. 结语 

纵观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虽然起步稍晚，但是近年来发展速度极快，与此同时，也有许多问题暴露

其中。保险市场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弊端，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地位悬殊等导致不可避免的矛盾滋生

于其中。在保险人失信等情形之下，对于保险人，仅以传统意义上单纯的补偿性原则已不能完全契合私

法领域损害赔偿的价值取向。在保险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保险人加之以惩罚性赔偿责任负担，

是合理且适时的。这一密切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行业，不单单流淌着商人逐利的血液，延续之中的还有个

人与社会谋求稳定、分化风险的良好愿景。保险行业所带有的社会服务属性与功能，也昭示着从事其中

的保险人要承担一定责任。 
通过审判实践可知，现已出现法院最终认可在保险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现实案件。在尤全娟与新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因案件所

涉的保险合同签订于 2005 年，故二审法院适用了 1994 年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规定，即第 19 条与

第 49 条，最终在判决新华保险公司和新华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向尤全娟退还已交保费的同时，判决增加

赔偿 20.7 万元，此为惩罚性赔偿。虽审理适用的 1994 年版消保法未明确将保险等金融服务纳入其调整

范围，但由于该法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以

及该法第 2 条所说的“生活消费”，应被认为是一个广义的、开放的概念，只要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一方

从事的是市场经营活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一方是为个人或者家庭消费所需，而不是为生产经营或

职业活动所需，即应适用该法。保险人提供保险销售服务属于市场交易活动的一种，作为个人购买保险

也主要是为了财产保值增值的需要，属于金融消费的范畴，金融领域消费者在交易中也处弱势地位，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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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原则上也应受该法的调整。何况，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明确将保险等金融服务纳入

其调整范围。最终，法院依据尤全娟所提交的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在案涉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存在欺诈。 
如果设问，当下对于保险人加之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负担，有障碍吗？不敢妄言它所面对的是畅通无

阻的坦途，但是事实也向我们证明了，障碍在不断得到清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范围的扩大，

第 55 条惩罚性赔偿规定的明确，司法实践中的保险消费者通过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而成

功获取惩罚性赔偿金的真实例子，诸如此些都是障碍一步步扫除的最佳例证。 
任何一个新的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都不是一日之功，在莫衷一是的思想中要求全然接纳保险领域适

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假象，不过，就是在不断的讨论、争锋、尝试的过程中，障碍得以

清扫，拨开云雾后，我们终究窥见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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